
论周代的诗学思想及审美标准

韩　　仪

周代社会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借用诗

文表情达意，在国家治理以及由其所表现出

来的审美价值判断上，也融入了诗性思维的

光辉。周王朝重视采诗以观民风，建立典乐

文化政治制度，通过诗乐舞统合的歌诗演礼

与乐教规仪来教化子民，期望实现 “情深而

文明”、 “以文化成天下”的治世目的。这种

运用艺术手段经世治国的诗性思维，对后世

影响深远，发展出乐教和诗教理论，形成中

国独有的礼乐文化传统，“让人们日常生活的

言行举止充满了艺术精神”，表现出 “一种秩

序井然层次分明彬彬有礼的君子风雅气度”，①

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很多娱情修己的审美

经验和翘楚东方的经典美学思想。

一、诗言志

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论 “开山纲领”的

“诗言志”理论，是儒家传统经典美学思想，

最早出现在 《尚书·舜典》中：“夔，命汝典

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

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

舜帝在尧帝去世守孝三年后祭祀太庙、重新

启动乐音，摄政治事、安部抚民的举措，也

是中国 “和谐”治世思想的最早历史出处。

这里，舜帝将典乐作为 “教胄子”的一种教

育方法提出，而孔子则是将其作为一种诗学

理论进行归纳。

孔子认为，“不言，谁知其志？”② 所以在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竹书 《孔子诗论》中，开篇

第一简即可看到他关于 “诗言志”的理论表述：

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言。语义上，“无

隐”，与 “足”相对，即是 “充分”的意思，

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诗、乐、文对志、情、言

的充分展现。 “日本学者今道友信 （１９２２—）

认为，礼就是艺术，是世俗生活的艺术”，③

而诗、乐、文在当时也都是彰显、传播周礼的

教化工具，它们的充分表达，是艺术的充分表

现，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艺术弘扬。因此，有

研究者指出，“竹简 ‘三无 （亡）’的理论，代

表着文艺理论体系的全面建立”；“春秋时期不

仅有 ‘诗无隐志’的诗论，有 ‘乐无隐情’

的乐论，也有 ‘文无隐言’的文论”。④

１．诗无隐志

这是孔子在 “诗言志”基础上对中国传

统诗学思想的进一步明确，是周代文艺理论

体系架构中诗论的核心论点。这里主要强调

两点：一是 “诗言志”，二是言之充分。其核

心还是落在以诗 “言志”。

舜帝提出的教化方法实际上是以歌诗言

志，与朱自清先生 《诗言志辨》中论述的
“教诗明志”大同小异，皆意在 “动天地，感

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

移风俗”（《诗大序》），让天地有感，人臣有

德，人神以和，社会有序。后来离开歌诗演

礼的环境，春秋时代行人往来诸侯国之间外

交游说，人们在典礼宴会乃至日常生活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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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行断章取义借用 《诗经》 （亦称 “诗三
百”）中的诗句 “赋诗言志”，委婉表达言说

者的思想意图，“赋诗言志”遂成为春秋时代

一种很时髦的社会风尚。古籍对此多有记载，

仅 《左传》一书，以诗应对关乎政治谈判、

友谊交往、日常生活等记载就有一百五十余

处。如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就有记载：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请使 衰 从。’公 子 赋 《河 水》。公 赋 《六

月》。”① 这里 《河水》和 《六月》都出自 《诗
经》，可见 “诗言志”思想里， “赋诗言志”

思维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极为常见。所

以，孔子曾经教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

以言”（《论语·季氏第十六》）。

由此可见，最早的 “诗言志”思想，不

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提出的，而是从诗歌的功

用角度提出的；不是对作诗理论的强调，而

是华夏民族用诗理论的开篇。

相对于诗歌创作而言的 “作诗言志”，朱

自清在其 《诗言志辨》中也有论述。后世随
着情志的各自强调，演变发展出 “载道派”

和 “缘情派”。其中，陆机在 《文赋》中高举
“诗缘情而绮靡”之大旗被看作是 “缘情派”

的发端，与 “诗言志”的 “言志派”形成两

大派别；唐宋时代提倡的 “文以明道”、 “文

以载道”思想，又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上古
“诗言志”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成为 “载道

派”的代表思想。其实把上古的 “言志”单

纯囿于 “载道”，是语义范围的缩小，因为古
今之 “志”，所指并不完全相同。

孔子的 “诗无隐志”实际上是从观诗角

度提出的诗学观点，是说我们可以从所读的

诗文里，感受到用诗之人的言说之志。这里

言说的人，既可以是诗歌的作者，也可以是

赋诗之人。无论怎样，就诗本身而言，一定

是充分表志而非 “隐志”不发，因此，可以

让读者鲜明把握诗文主旨意图，传递思想情

感，通过获得言说者之志，从而实现其教化

及说服等功用目的。

２．文无隐言

要做到 “诗无隐志”首先必须做到 “文

无隐言”。“文无隐言”，即 “文以足言”，② 这

是周代文艺理论体系架构中文论的核心论点。

春秋前古书上就有记载说 “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以足

志”即 “言无隐志”，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充

分言志的强调； “文以足言”就是 “文无隐

言”，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语言运用要充分明

确，也就是说，诗歌的文辞须能充分地表情

达意，展示说话人的思想情感。

“文无隐言”虽然是在 《孔子诗论》中提

出的，但该思想并非只有儒家才有，因为在春

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各种思想学说互相论辩、

各家言说者观点纷纭，他们都希望言语能够充

分、清晰地表述自己所推崇的思想，以争取到

更多人的信仰追随。在此情况下，追求 “文无

隐言”的艺术表达效果，已是各家、各流派言

语表达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也可以这样说，在

那个时代，“文无隐言”与 “诗言志”一样，已

是社会生活中普遍推崇并遵守的一种社会风尚，

只是孔子在其思想言论中概括出此风尚的美学

特征，使其成为后世传颂的儒家经典美学思想

罢了。而且，作为儒家周代文艺理论体系架构

中文论的核心论点，这里 “文无隐言”所言之

志是有德者之志，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修为中仁

德内核的表达。正如 《论语·宪问》中所言：

“有德者必有言”。③

既然， “文无隐言”就是 “文以足言”，

那么从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来看， “文”、

“言”、“志”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句

话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语言要充分明确地

表情达意，文章要清晰明确地运用语言，文

章整体运用清晰准确的语言后还要做到充分

明确地表达言说者之志。如果说 “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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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指形式， “志”就是形式所承载的意
义，而 “言”构成 “文”， “文”表达 “志”。

换种方式说，就是诗文离不开情志的表达，

文章离不开语言的架构。但是能否充分明确

达到效果，取决于语言能否清晰充分地构成

诗文。简单说，就是 “言”决定了 “志”的

表达。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言呢？

《诗大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尚书》蔡注有：“心有所之，必行于言”。由此

可见，是否 “言”，如何 “言”，是由 “心”决
定的。心有所想，必然要通过语言感发表达，

表达出来就成为诗文。想的时候是意志，表达

出来是诗文，因此诗文就是言说者意志情感的

表达。而能否做到 “诗无隐志”，首先必须做到
“文无隐言”，使在心之志，发言为诗，从而才

能实现 “诗言志”的目的。

“文无隐言”的目的或者说目标是实现
“诗言志”，表达的过程和结果则适用于 “‘辞

达而已’的文学思想原则”，① 追求的是语言

表现的凝练简畅之美。

３．乐无隐情

舜帝在治理部落政事过程中，让乐官夔

通过歌诗之诗乐舞统合的艺术形式，典乐演

礼、启发教导年轻人，以此塑造其未来担任

部落政治宰辅应具备的性格与品德，使他们

具有正直温和、宽宏庄重、刚毅不苛虐、简

约而不傲慢的品性风范，以治政事，以通天

地。这种运用歌诗演礼教化民心的方法，后

来被人们称为 “乐教”。

正如 《乐记》所言：“是故知声而不知音

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

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

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② 这里恰

能说明，因何舜帝让夔用乐教方式教化年轻

人———因为乐教可以分三个层次培养年轻人：

第一个层次，使他们与禽兽相区别，在声乐

舞诗演礼过程中，让年轻人不仅能辨声，还

能辨音识意；第二个层次，使年轻人在与禽

兽相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与云云众庶相区
别，他们被教化得不仅知声、知音且明白基

本的义理；第三个层次，使他们在层次上进

一步获得提升，不仅能辨声、识音，还能在

此基础上熟知每个乐章整体有什么意义、不

同的乐章所代表的礼的意义区别等，这时年

轻人已经被教化成谦谦君子。他们具备了审

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的能力，

那么自然掌握了治世治政之道。

孔子梳理形成的一整套 “诗言志”思想，

强调 “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言”，强

调君子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指出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

些思想汇聚成为儒家经典的 “诗教”理论。

而无论 “乐教”还是 “诗教”，其核心思想都

是 “诗言志”，意在将 “志”艺术地传达给人

们，只不过前者更注重情感共鸣，后者更强

调思想引导，诗与思相结合，进而实现规约

民风、协和人神、祥和社会的治理目的———

这在当今世界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或借鉴价值，

也正是诗教、乐教理论的当代性意义之所在。

这种通过乐教塑造心灵和个体品性，使

人脱离动物界走向个体文明；培养德行和群

体风范，使百姓安抚走向社会文明；沟通天

地先祖与世人，使神人以和、万物有序的管

理方法，经过周公制礼作乐，通过一系列礼、

乐演示程序和行为规范的确立与固化，使华

夏民族日常生活礼仪化、礼乐生活制度化，

形成了传统典乐文化政治制度。当乐教实现
“八音克谐”、 “神人以和”，天地万物有序发

展，神人和谐共处，那么最终管理者也就自

然实现了培养治政宰辅、沟通天地、安部抚

民，以文化成天下的治世目的。由此我们不

难看出华夏民族自古就有的尚和思想与崇尚

天地人和之和谐美学的基因。

诗乐舞合一的礼乐教化核心是 “诗言

志”，但是在演礼过程中，歌诗所包括的诗、

乐、舞、歌等又有其内部分工：诗言志，歌

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中， “言”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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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为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 “在心
为志，发言为诗”，可见 “情”与 “志”皆萌
生于心，则情志一也。这里的情志一体与后
来与 “情”相对、指意于载道、明道的 “志”

并不相同，正如前文所述，把上古的 “言志”

单纯囿于 “载道”，是语义范围的缩小。除此
之外，从源头和本意来看，礼乐传统中的
“志”也不是今天所指的个人志趣情感。言志
之诗最初本是祭祀时，巫师嘴中喃喃，手足
舞之，沟通天地及先祖的话语，其内容是集
体的事功、政教的思想、历史的要求等。

巫师跳舞、演唱言志之诗， “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巫师所咏
之 “言”就是言志之诗的构成语言，因为表
述不够充分，所以巫师嗟叹，嗟叹后还是不
足以充分表意，于是就唱起来，进而手舞足
蹈跳起来。

随着巫师对言志之诗的歌舞表演，声音配
合着歌的咏唱，音律应和着八音的节奏，这歌、

声、律就共同构成了伴唱诗的 “乐”，引起被教
化对象的情感共鸣，进而在审美愉悦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礼乐规范与政治教化。这
也恰恰是为什么，人们会在歌诗演礼的过程中，

最早明显感受到的首先会是 “乐”，而不是文字
语言意义上的 “诗”的缘故。

在歌诗中，歌、声、律协和之乐侧重于
情意表达，唤起人神和谐共鸣，诗则侧重于
政治教化意义的志意言说。所以孔子在其诗
论开篇即说 “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
言”，因为乐不仅侧重于表达情感，还强调必
须要充分表达。在歌诗的艺术形式中，恰恰
是乐无隐情的自然流淌，才得以通过唤醒审
美情感的共鸣，促使观者自然而然、心甘情
愿地接受其教化之志。正因为这种自然流淌
的乐无隐情之情感是不能伪装、水到渠成被
唤醒和激发的，所以得出结论 “唯乐不可以
为伪”（《礼记·乐记》）。

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前面所说的 “诗言志”、 “诗无隐志”，

“不学诗，无以言”，以及春秋时代的风尚
“赋诗言志”、“教诗明志”等，其 “诗”所指
唯一，皆指 《诗经》。它以诗的形式记录了先

民的日常生活、治政理念、社会民风、价值
判断以及审美思想，所以孔子将 《诗经》排
在六经之首，他告诉儿子孔鲤 “不学诗，无

以言”，可见 “诗”之于孔子的重要性。他以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
政》）来赞誉整部诗集，以 “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论语·八佾》）来评价开篇写男
女相求相恋的歌诗 《关雎》，也因此鲜明地建
构起 “中和”的审美评价标准；在内在情感

基调上，也奠定了中国诗歌温柔敦厚的正统
风貌。

１．美在温润
“子曰：‘《关雎》，而不淫，哀而不伤。’”①

这是孔子对 《关雎》的审美判断。孔子认为
这首诗、诗中的人物与情感、故事的情节与

意境，都是美的。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美呢？

我们且看诗中的主人公：淑女窈窕勤劳，

君子倜傥擅乐。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窈窕

淑女，在河洲采摘荇菜，静美淑仪，赢得谦
谦君子之心。君子回家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日夜思念这位淑女，希望和她结为人生好伴

侣。“寤寐思之”、 “寤寐思服”、 “辗转反侧”

皆因 “求之不得”，所以此时君子的内心是焦
灼的，感情上是遗憾、难过的。到这儿，情

节陡然一转，君子感动了淑女，两情相悦唱
和时，君子以琴瑟和钟鼓乐声愉悦淑女，有
情人终成眷属，此时君子的心情是快乐的。

但无论是 “求之不得”时的难过，还是 “琴
瑟友之”时的幸福快乐，其情感表达都是有
礼有节不逾矩、有情有义不逾度的。孔子推

崇这样的美感：哀乐适度、冷暖适中、温润
而泽 （《礼记·聘义》）、恰到好处，不惊天、

不动地，却世代闪耀着温润如玉、和谐动人

的光辉。

这种恰到好处的温润之美放在 《诗经》

开篇第一首，孔子是有他的用意在的。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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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
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由此可见， 《关雎》的温润之美

正是哀乐适度、恰到好处的中和之美，彰显

了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精神。孔子说
“《关雎》以色喻于礼”（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

竹书 《孔子诗论》第十篇），而我们知道，那

琴瑟、鼓乐就是上古演礼之乐器，节制有度

的情感表达也恰恰体现了君子和淑女对礼的

遵守与弘扬。这样描述男女相遇相识、深爱

相恋的歌诗放在 《诗经》开篇，既是诗的浪

漫开篇，也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幸福开始。因

为他们敬守礼仪、谐致中和，恰恰预示着天

地有位、万物繁衍、生生不息的美好开端。

２．思无邪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即是
“正”，“思无邪”就是思想情感醇和雅正，这

也符合孔子对 “中和”之美的判断标准与理
想追求。但是，《诗经》中三百余篇诗，真的

都是 “思无邪”么？

我们知道，孔子删诗结集 《诗经》，以

风、雅、颂相分，其中十五国风１６０篇、雅

１０５篇、颂４０篇，客观上这些歌诗并非都是

具有中和之美的 “思无邪”之作。我们从孔

子告诉弟子要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

佞人殆。”（《论语·卫灵公》）不难看出，至

少诗集中收录的２１首郑风就未必符合孔子
“思无邪”的评价标准，类似情况应该还有。

那么问题来了，孔子赞誉整部诗集 “思无邪”

是什么用意？“思无邪”到底指什么？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朝礼乐繁华、和

谐有序的帷幕已经落下。面对礼崩乐坏、诗

乐分家、社会无序的残酷现实，孔子希望重

建周礼雅乐体系，通过复礼和诗教来定国安

邦。为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孔子删诗结集，

希望树立一个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礼仪的

诗集作为典范，这样无论正面样板还是反面
示例，都有助于大家学习借鉴。而且这个借

鉴是双向的，既让臣民读诗、学礼规范自己

的言行，培养谦谦君子效忠国家；又让君王
读到 《硕鼠》抑制贪婪苛政，通过观风察考

民生现状，以及学习雅颂演礼而各司其位爱

民安邦。

“思无邪”即思想中正无邪，而 “中正无

邪，礼之质也”。（《礼记·乐记》）由此可

见，孔子推崇的 “思无邪”实际就是旨在通

过诗教复礼，实现其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

刺上”（《诗大序》）的社会功能。这样一来，

“彼虽以有邪之思做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

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

创之资。”（《朱文公文集》）自然使我们的心

灵得到净化，思想变得醇和雅正，实现孔子
“思无邪”的教化目的。恰恰是通过 《诗经》

的典范树立和风化作用的实现，要求诗作合

乎诗教原则、合乎中和审美标准也成为儒家

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美学传统。

三、发乎情，止乎礼义

如前文所述， “诗言志”是 “情志一也”

的表达，其在心为言，发言为诗。发言为诗

还必须符合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

审美标准，实现内在情与外在礼的调和统一。

因为孔子删诗结集的初衷就是希望在礼崩乐

坏的时代，通过 《诗经》树立言行典范进行
教化，以恢复周礼盛世，使大家性格温柔敦

厚、心气平和；使社会和谐有序、国泰民安；

使八音克谐、天地人和。

从孔子诗论发展到汉代的 《诗大序》，在

继承 “诗言志”传统的基础上，其 “情志一

也”之 “情”得到强化。同时，结合 《诗经》

的内容表达， 《诗大序》提出 “吟咏情性”、

“变风变雅”、“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诗学命

题与诗学原则，借周代的风雅之变和情性吟

咏事实的变化，进一步完善了周代的诗学理

论，中国古典诗学的正变批评也由此萌生。

屈原及其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风雅之变开创了

中国诗学史上与 《诗经》传统相并行的另一

诗歌传统：屈骚传统。

１．吟咏情性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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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

之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可见，诗乃

吟咏之言，言乃心中之志，发声成文乃见其

情。而心中之志形于言、成为诗、见其情的

过程是这样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

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

见，心中之志通过情感积聚萌发，就形成了

语言，语言发出声音形成诗文，如果不足以
表达心中情志，还可以嗟叹、咏歌、辅以手

舞足蹈而使情志充分表达。但是这个情志的

表达，是受礼制规约的；是要发乎情，止乎

礼义，随心所欲同时还不逾矩的。

在这个过程中，相比于以往，其进步在

于发现了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主观情感，

进而对 “诗言志”中客观存在的 “情”进行

了强调，指出其正是通过 “吟咏情性，以风

其上”而实现了 “诗言志”功能。在此基础

上，班固的表达则更加明确： “哀乐之心感，

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可见，有

情才有诗，情是诗生成的动力，也可以说是

诗的本质，在实现 “诗言志”功能的过程中，

诗也自然表现了情。所以刘勰说 “诗者，持

也，持人性情”（《文心雕龙·明诗》）；严羽

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何

良俊认为 “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

性情”（《四友斋丛说》）；袁枚说 “诗者，性

情也”，等等。

虽然，先秦时期 “诗言志”观念提出的

时候， “情志一也”就蕴含着诗歌 “吟咏情

性”的可能，但是这种蕴含的可能或者说是
“缘情”思想的萌芽，在当时却是隐在的。直

到汉代 《诗大序》的出现，才第一次明确地

强调诗歌 “吟咏情性”的特质，为后来陆机

高举 “诗缘情而绮靡”的大旗，做好出场

准备。

其间，情之内涵也已经发生变化：先秦
“诗言志”之情多是一国之情、治政之情、集
体的大我之情，多是从礼乐传统和伦理需求

生发的情感；而到汉代 《诗大序》提出的

“吟咏情性”之 “情”，往往是指因为礼崩乐
坏，政治失序人们自然而然流露的情感，虽

然还不至于是某个个体的自我情绪挥发，但

是至少已经不是当初服务于礼乐传统和伦理

需求而生成的情感了，也不再是集体的大我

之情。如果说先秦蕴于志中的情感是平和的，

此时的情则多半已是不满现实不易平和，有

哀有怨的自然生发之情了。前者社会属性更

强，后者自然属性增多。

２．变风变雅
“变风变雅”是西周后期发生的政治时变

在 《诗经》中的体现，指其中表现周王朝衰

落、礼崩乐坏、政教失去作用、政事风俗改

变，带有强烈不平之气和哀怨之声的诗歌作

品与诗风转变现象。具体是指孔子收录的反

映君王淫乱无度引发百姓不满的诗作，与之

前 《周南》、《召南》形成不同的风尚。“王道

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

变风、变雅作矣。”（《诗大序》）也就是说，

是礼崩乐坏、国政衰败等社会历史的变化，

促使诗风发生改变。

将 “风雅正经”和 “变风变雅”对立起

来，划期论时、分国做谱，显明福祸，为后

世提供借鉴，即 “风雅正变说”，这是郑玄的

创见，虽然并不尽客观完善。但正是 《诗大

序》“变风变雅”诗学理念的提出，使人们试

图从诗作与社会历史变化的联系开展诗学批

评，开启后世从社会历史变化论诗作正变的

先声。

变风变雅后的情性吟咏是一种强烈不满

周王朝的怨刺之情。以往舒缓平和的抒情风

格发生改变，牢骚、哀怨甚至是愤怒的戾气

替代了周朝盛世时的和谐与颂扬，迅速成为

诸侯国之间的一种常态表达。正所谓 “治世

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 （《诗大序》）。所以， 《孔子诗论》

第二十六简以 “悲”概括 《小雅·谷风》的

主题，其实这也是 《诗经》整个变雅诗文主

体情绪的共性特征吧。

但无论是情性自然而然的吟咏，还是怨

刺上政的不满表达，在 《诗经》的结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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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为了辅政观风、教化君子仁人，所以还
没有远离孔子诗教 “思无邪”的功用主题。

即使到了 《诗大序》时代，也是有着 “发乎

情，止乎礼义”的规约与倡导。吟咏情性的

目的，是因为国史官 “明乎得失之迹，伤人

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

情性吟咏，上达帝听。即通过 “以风其上”，

使帝王了解真实民风，恢复周礼旧俗，“达于

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大序》），最终实

现复兴王室的辅政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止乎礼义”也有 “到达礼义”的意思，是对

孔子创建的儒家诗教的进一步发展与适用。

所以，《诗大序》一方面提出了吟咏情性，变

风变雅，以风其上，一方面又明确提出 “变

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也就是说，怨刺上

政的情性吟咏也是基于人性真情的有感而发，

但必须用礼义文化约束节制，才能做到怨而

不怒，刺而不伤。如此一来，也便实现了通

过礼义教化疏解哀伤、化解怨怒的目的，这
也就是恢复先王的福泽了。

我们说 “吟咏情性”必须遵守 “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原则，这正是儒家克己复礼、

温润深情的一个典型特征：有情，但却是受

礼乐制度规约的深情，是在兼顾礼义基础上

具有中和之美的有礼、有义之深情。

３．屈骚传统

对 “变风变雅”现象的命名虽在汉代，

但 “变风变雅”现象的发生却在春秋末期，

并贯穿整个战国时代。一方面是传统礼乐文

化制度被破坏，一方面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

儒家基于 《诗经》提出的诗教思想对传统礼

乐文化的传承与坚守。继 “风”诗之后，南

方还出现了另一种美学思想，即以屈原和
“楚辞”为代表的美学思想。以 《诗经》为先

秦理性现实主义代表，被称为 “风”诗传统；

以 “楚辞”为荆楚文化浪漫主义代表，被称

为屈骚传统。发展到后来，二者成为主宰两

汉艺术的两大美学思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
遗产中的两大经典艺术瑰宝，闪耀着诗与思

结合的熠熠光辉。

屈原生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因为

触犯旧贵利益而遭谗佞陷害，失去楚怀王、

顷襄王的信任而两次被放逐。“屈原放逐，乃

赋 《离骚》” （司马迁 《报任安书》），进而

创制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

充满无羁想象和神话巫术般奇绚色彩的 “楚

辞体”诗歌，成为汉代赋体文学的鼻祖、中

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伟大诗人。

楚语、楚声、楚地、楚物、无羁想象和

神话巫术都是荆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在中原

被先秦理性改造形成史官文化的同时，屈原所

在的荆楚之地虽受到中原史官文化洗礼，但还

是保留了大量的巫觋文化的风俗习惯——— “其

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做歌乐鼓舞，以乐诸

神” （王逸 《楚辞章句》）。这种信鬼好祠的

习俗至今还能在荆楚旧地找到遗迹。而当时

屈原被流放到盛行巫风的江南，当地更是广

泛流传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吟唱着祈神驱鬼

的巫觋之歌，上演着人神交往的歌舞剧目。

屈原的 《九歌》就是在这样的民风背景下，

根据当地民间祭神的情形，将充满浪漫主义

色彩和神话意味的景物、环境、人物和思想

情感融合起来创作出来的作品。《离骚》也是

在一个个奇幻境界中展开，表现现实生活的

复杂与矛盾，抒发诗人无法遏止的政治激情

与爱国情怀，“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

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①

在屈原的神话世界里，《天问》是从神话

系统向历史系统过渡，而又保留远古神话与

历史故事最多、最系统的诗篇。其中，诗人

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既拷问天

地人事，也是在怨天地、怨人事。联想到屈

原最终国破家亡书 《哀郢》，绝笔 《怀沙》投

于江，以身殉志的结局，我们发现屈原以自

己的生命与诗文书写开启了一条以愤怒与抗

争为基调进行文学创作的发愤抒情之路，超

越了儒家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性吟咏

原则。因此他的诗不仅语言激宕淋漓、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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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其情感也有悲有怨、有伤有怒———这
种悲伤怨怒的情感无法被崇尚中和之美的礼

乐文化节制或消解。所以李白有诗云：“正声

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古风》），也就是

说，孔子提出的 “诗可以怨”至此也已发生

了 “诗可以怒”的精神转变，所以傅道彬明

确指出， “从 ‘诗可以怨’到 ‘盖自怨生也’

的屈原作品，中国诗学完成了从古典精神到

近代精神的蜕变，诗的哀怨不再需要遮遮掩

掩，成为诗人自由表现的情感，意味着一个

新的诗学时代的到来”。①

四、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语出 《论语·雍

也》。它的本意是强调文与质的完美结合。这

里有三个关键词：文、质、君子。有一个标

准、两个层次的关系：即审美判断标准；文

质的关系，文质与君子的关系。其中，文与

质有三种关系，它们确定了文品的三个等级：

质胜文；文胜质；文质彬彬。文质与君子的

关系：文质的关系构成文品。文品如人品，

文品即是君子应有的品格。赵敏俐认为，“在

先秦时期，我们就确立了塑造与赞美君子人

格的文学传统”，② 那君子应有的人格和文品

应该是怎样的呢？

彬彬，文质兼备貌，后用来形容文雅；③

文，即文采；质，实质；文质，中国古代美学

概念，指文采与实质，含形式美与内容美的关

系。文质彬彬后常用以形容人举止斯文，态度

闲雅。孔子认为具有仁的品质而缺少文化教养

和外在文采的人是粗野的人；只讲求外在文饰

之美而缺乏仁的品质，文饰之美则成为一种虚

饰。美的人应是外在言语、容色、礼仪之外在

美与内在仁义道德品质之美的统一，文质统一

是后世儒家文艺观和审美标准之一。

由此可见，只有质与文完美结合，即内

在仁德与外在礼仪之美统一具备的人，才可
称得上是君子，才是真正具有君子风范，具

有通常所说的君子风度。

１．美善统一，尽善尽美

如前所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里面
隐含一个审美判断标准，即文质彬彬是君子

之美的判断标准，它是儒家审美标准之一。

那么作为儒家的审美标准，什么才是 “美的”

呢？那就是美善统一，尽善尽美。儒家的这
个美学观点，直接关乎其对美善关系的处理

问题。

在孔子之前，可能没有人对 “美”与
“善”进行明确区分。甲骨文中这两个字都

有，而且都与 “羊”有关，体现了感性与理
性、自然与社会相交融统一的远古传统观念，

即：羊大为美，羊人为美。许慎 《说文解字》

释美：“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

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简言之，物质生活满

足了人们的口感与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就是
美，就是善。

先秦时期有个伍举论美的故事，讲的是
伍举不认为 “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他

说，“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
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伍举的美

学观言语明确，即美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无害即为美。

孔子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位明确地将

美与善区分开来的人，还明确地提出 “尽善
尽美”之 “美的”标准，明确强调美善的统

一，确定了审美的独立品格。

子谓 《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

八佾》）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韵律乐感等形式

上来说，《韶》乐和 《武》乐都是美的。但是
从内涵上来说，因为 《韶》乐是为尧、舜歌

功颂德，而尧与舜都是历史上的仁德之君，

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人物品德相匹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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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外一致的 “尽善尽美”；而歌颂周武王的
《武》乐，却因为周武王是依靠武力而并非仁
德赢取天下，所以内在仁德不足，外在 “尽
美”而内在 “未尽善也”。孔子以此处理了善
与美的关系，强调一致、美善统一，尽善尽
美是为美，明确提出儒家的审美判断标准。

２．内外统一，文质彬彬
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内容与形式统

一就是文与质的统一，它是儒家的文艺观和
审美标准之一。前文分析了文与质存在三种
关系，它们确定了文品的三个等级：质胜文；

文胜质；文质彬彬。

首先说质胜文的文品。质胜文即内容大
于形式，也就是说内容质朴，但是文言不足，

文章形式不能充分展示内容的质朴，二者不
相一致。出现的问题就是 “质胜文则野”，质
朴超越了文采，文章就显得粗俗而缺少美感。

文品一如人品，与此种文品相对应的人品是
忠厚老实，质朴无华，具备敦厚的仁之美德，

但是不善言表，也不注意修饰仪容仪表，不
能够将自己优秀的人品通过礼仪风范恰到好

处地展现出来，因而言谈举止显得粗俗而没
有文化，自然也就不具备美感。这样的人，

孔子认为不能称之为君子，仁厚有余，彬彬
不足。也就是说，只有好的人品是不够的，

还要加强学习文化知识，加强礼仪修养，提
高自身的品位。使身心合一，美善兼具，从
而做到内心仁厚，气质儒雅，使内容与形式
相统一，如此才是真的完美，也才真的可堪
称为君子。由此可见，孔子强调的 “美的”

标准和君子风范，都是内外兼修、美善统一、

形式与内容一致的彬彬之美。

其次说文胜质的文品。文胜质即形式大
于内容，也就是说形式上文采飞扬，但内容
上缺少质朴无华、实实在在的内涵，言过其
实，甚至文过饰非、文质不一。出现的问题
就是 “文胜质则史”，文采超越了内涵，文章
就显得空洞虚浮，即使形式上貌似具有一定

的美感，但也是美的虚无，美的经不住拷问，

因而不长久。与此种文品相对应的人品比
“质胜文则野”的人品品级还要低一个等次。

因为此种人品徒有华丽幻魅的外表，好一点
的，过于文雅，像个书呆子，实际能力却不
足；差一些的内心一片虚无，没有仁厚宅心，

连基本的人品都不过关，交往中不符合最基
本的 “无害”原则，不符合美善统一之 “美
的”标准。属于三类人品中的末等人，离君
子的人品风范差之千里。

最后说文质彬彬的文品。文质彬彬，指
文章的形式与内容和谐搭配，既有质朴无华
的内涵，又有文采飞扬的形式表达，二者相
得益彰。与此等文品相对应的人品就是君子，

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儒家典型人格代表，是人
品中的极品，体现了孔子对理想人格的审美
追求。这样的人品既善良仁厚、温润深情，

又有文化修养，懂得运用礼仪恰到好处地展
现自我，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谦谦
君子。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文与质
的关系和与文品相对应的人品类型等次，确
立了理想的君子人格模式，提出了儒家美学
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文品和人品标准，高度
凝练地概括了孔子的文质思想。至今还对我
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总之，从对先秦孔子诗教、诗论审美思
想的分析，到 《汉大序》的发展与继承，再
到与 “风”诗系统相呼应 “屈骚传统”的建
立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孕育于其间的周代
诗学思想及美学标准诗与思结合的特点。这
种审美观念的诗意表达，使我们清晰地看到
中国特色审美经验的温润中和之美、深情诗
意之美，以及文质彬彬、美善统一的君子品
格风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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